
深化当前腐败问题研究的三个视角

陈　　　烽

　　改革以来 ,腐败现象在中国的发展愈演愈烈 。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多年来已开展了大

量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但对于腐败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在许多关于腐败问题的探讨中 ,

人们将古今中外的腐败现象放在一起 ,归纳出“有公共权力就会有腐败” 、“缺乏监督的权力必

然腐败”等等最一般的“规律” 。这些规律固然“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难以说明中国当前腐败的

特殊性 ,也就难以真正深入地揭示它的具体根源 。深化对中国当前腐败问题的研究需要强化

三个视角 。

一 、转型期视角

中国当前的腐败并不是一种常态 、稳态社会中发生的腐败 ,而是一个正在转型之中的非常

态 、非稳态社会中发生的腐败 ,它与典型的传统社会和典型的现代社会的腐败都有很大的不

同。因此 ,只有把它和世界各国转型期的腐败相对照 ,才有较大的可比性。世界各国在从传统

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过腐败大面积滋生 、泛滥的时期。欧美先发现代化国家 ,在现代

化的初期 ,曾经历过选举舞弊 、政治交易 、个人徇私和政党分脏等严重腐败的时期 ,直至建立起

比较完善的现代经济 、政治与社会体制以后才使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亚非 、拉美后发

现代化国家 ,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也曾先后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 ,有些至今尚在为摆

脱腐败的泥潭而苦斗 。

然而 ,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又与大多数国家的转型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 ,中国的经济转

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是在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中兴起的 ,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原苏东国家均先后走上以私有制为主的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中国则要坚持走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这就

使公有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 ,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需要探索的一个核心与难点问题 。

这种探索的艰巨性 、复杂性和原创性 ,无疑使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充满了摸索 、曲折和反复。

其次 ,中国的政治转型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从高度集

权 、人治为主的治理形态向民主 、法治的治理形态转变 。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大部分

先发与后发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都先后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 ,而中国则要在

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向民主与法治的治理形态转变 。这就使在党的领导下的

民主与法治 ,以及如何实现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 ,成为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

需要探索的一个核心与难点问题。而这种中国式的民主与法治道路的探索实践 ,也必然充满

了人治与法治并存 、分权与集权拉锯 、失控与严控交错的复杂局面与过程。

再次 ,中国的观念文化转型是在坚持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准则不变的前提下 ,从“左”的片

面强调国家和整体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转向充分肯定公民局部 、个体的合理利益追求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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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 。在这一过程中 ,如何使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准则与市场经济的客观动力机制(多元经济

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相协调 ,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核心与难点问题 。由于原有意识形态的调

整和现实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建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在这期间无法避免在社会价值系

统中出现较为严重的冲突 、失范和混乱 ,以致使社会成员发生较为普遍的道德困惑 、价值迷失

和行为错乱。

总之 ,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有着区别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制约性前提。这些制约性前提

造成了中国转型的独特性 ,使它的过程充满了实验性 、不确定性 ,充满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

困惑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期待。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在对公共财产和公共权力的重新定

位 、规范和制约上 ,难以照搬世界现代化史中任何既有经验与方式 ,从而必将经历一个非常复

杂 、曲折 、漫长的摸索过程 。只有从这一历史条件和背景出发 ,才能深刻理解中国转型期腐败

增生的特定根源 ,及其广泛性 、严重性和顽固性。

二 、体制视角

许多关于腐败问题的探讨强调了历史的 、外来的和腐败者主观的因素。中国当前腐败的

严重增生固然有历史的 、外来的因素的影响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现实的 、本国的因素 。中

国当前腐败发生的面积之广 、品种之多 、形态之新 ,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在世界上是“举世

罕见”的。腐败行为者们的主观因素的作用无疑是存在的 ,但这些主观因素之所以在此时发

生 、发展 、蔓延 、泛滥 ,也并非天性 、天意使然 ,而是现实 、情势使然 。中国当前腐败严重增生的

主要根源 ,应当从现存的 、体制性的因素中去寻找 ,而不能推诿给历史 、他人和主观世界。

中国当前的体制既不是典型的计划型体制 ,也不是典型的市场型体制 ,而是一种“两不像”

的过渡性体制。无论是从计划型体制还是从市场型体制的角度来看 ,它都是畸形的 、扭曲的 。

改革初期 ,不根本触动产权和政府职能的大规模“放权让利” ,在强烈激发了各级政府与企业的

自利动机的同时 ,也使公共财产和公共权力陷入前所未有的失范 、失律 、失控状态。随着双轨

并行局面的持续与演变 ,在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交织的混乱中自发地形成了一种新的秩序 ,它

使两种机制彼此沟通 、联结 、适应 ,同时也使两种机制的功能与运行都发生畸变 。

这种自发的转型期秩序在正式的成文规范(“红头文件”)中是看不到的(而且往往是明令

禁止 、一反再反的),但在实际社会运行中却是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主体的活动都自觉 、不自

觉地遵循这种秩序的游戏规则 ,否则往往“寸步难行”。正式规范与实际规则的脱节与悖反 ,使

社会生活中的两套话 、两本帐 、两副脸等“两面”现象格外兴盛 、发达 ,成为心照不宣 、相互默契 、

相互模仿的社会化行为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各式各样的腐败路径和运作方式作为

正式运行机制的替代物和填充物 ,织入了过渡性体制的实际运行机制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 ,腐

败现象如野草般地一茬茬顽强生长 、不断蔓延 。转型期的腐败是植根于转型期体制的实际运

行机制之中的 ,只有深入揭示这种客观的存在与关联 ,才能真正对中国转型期腐败的现实根源

给予切实的说明 。

三 、阶层视角

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早已不是个别部门 、个别地区的个别性存在 ,而是遍及各部门 、各地

区的普遍性存在 。如果说够得上大案要案的腐败行为尚属少数 ,那么公款消费 、公产创收 、接

受“奉供”和乱收费等较轻微的腐败行为 ,在许多地方几乎是程度不等地人人有份。随着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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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斗争的开展 ,腐败行为越来越趋向于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 ,披上“为公”的外衣 ,造成“法不

责众”的局面。对于如此广泛的社会越轨行为 ,不能仅仅作为个人现象来分析 ,更应作为一种

群体性 、阶层性现象来考察。

首先 ,要考察干部阶层在转型过程中的权力变动。从社会资源的国家垄断到市场配置的

逐步扩大 ,从高度的中央集权到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放权 ,干部阶层的总体权力下降而局部权力

上升(自主权扩大),旧的监控机制失效而新的约束机制缺位 。在这种状况下 ,权力的滥用和失

控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现象。

其次 ,要考察干部阶层在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变动。从原来高踞经济 、政治和社会权益之首

到改革后收入 、声望层次的相对大幅下降 ,从自发的补偿行为到有组织的集体“创收” ,从靠“吃

皇粮”到主要靠“预算外”收入过日子 ,从专司一职到一身多职 ,干部阶层的利益实现方式已经

在很大程度上多元化 、地方化 、群体化和个体化了 。在这种状态下 ,角色与功能的混乱 ,公务与

私务的重叠 ,乃是无法避免的 。而腐败的行为动机从对原有既得利益的“补偿” ,转变为对新生

既得利益的“维护”与“扩张” ,也是势所必然的 。

再次 ,要考察干部阶层在转型过程中的精神变动。阶层性的精神变动并不取决于个体的

“世界观改造”状况 ,而是社会转型 、体制变动的必然反应。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到破除枷

锁的思想解放 ,从脱离实际的“圣人”观念到求实 、重利的务实心态 ,干部阶层在改革后经历了

十分深刻的精神转折与裂变。同时 ,长期压抑的自利动机的反弹 ,转型期利益实现机制的扭曲

和约束机制的缺位 ,正式话语系统与实际运作方式的反差 ,又使心态失衡 、私欲膨胀 、集团利益

至上 、双重人格公开化等现象迅速发展 ,成为滋生腐败的精神土壤。

总之 ,要深化对中国当前腐败问题的研究 ,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对非历史 、非外部 、非主观 、

非个体因素的研究。中国当前的腐败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的 、自上而下的渐进转

型过程中的所有深层次问题。解读当前的腐败就是解读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中国当前腐败问

题的最终解决 ,取决于中国对经济 、政治和文化转型中深层次问题的最终解决 ,即取决于中国

社会转型的最终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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